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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 

空间分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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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在经济转型期,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绿色发展问题凸显,绿色发展水平亟待提升。以 2013—2017 年淮

河生态经济带 25个地级市为例,基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权 TOPSIS模型对各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

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障碍度模型考察其时空格局、空间分异和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从时序变化看,淮河生

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各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出

现较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的特点,但

2013—2017 年 Moran'sI 指数总体上稍有下降,有轻微空间离散的风险。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的

地级市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5 年间发生跃迁的地市仅有 3 个,说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在空间上已形成

较为稳定的分布结构。(3)从障碍度分析看,经济增长质量、科技创新能力、社会事业发展已成为制约淮河生态经济

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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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地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是我国中东部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2018 年 10 月 18 日,《淮河生态经济带发

展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复,该规划明确以淮河干流、一级支流以及下游沂沭泗(沂河、沭河、泗河)水系流经的地区为范围,包括

江苏、山东、安徽、河南、湖北 5 省的 26 个地市和 3 个县,规划面积达 24.3 万平方千米。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下,淮河生态

经济带的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绿色发展、提高发展质量是其中的重要任务,但其绿色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工业污染

和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经济转型发展压力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其建立在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等大量隐性成本之上的

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绿色发展是破解淮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约束的重要突破口。因此,加快淮河

生态经济带发展绿色化,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流域综合治理、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 文献综述 

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在绿色发展绩效评价、绿色发展模式及机制方面研究较多[1-5]。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提出可持续

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大领域的协调发展。目前研究集中于以下方面:(1)各种“绿色”概念的解读。学者们从

不同视角剖析了绿色发展、绿色转型、绿色金融、绿色经济等概念的理论基础及演化脉络[6-9]。(2)绿色发展框架构建与评估。李

晓西等[10]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两大维度构建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杨志江和文超祥[11]选取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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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对于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评估;李琳和楚紫穗[12]从产业绿色增长度、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政策支撑力三个方面构建绿

色发展指标体系;刘凯等[13]从增长、福利、财富和治理四个角度建立评价指标,研究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问题。(3)绿色发展

水平研究方法。郭永杰等
[14]
利用 GIS空间分析对宁夏县域绿色发展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石敏俊等

[15]
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

对中国 100 个城市绿色发展规律进行研究。侯纯光等[16]运用指数法、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中国绿色化空间格局动态演变及其驱动

机制;此外,数据包络法、TOPSIS法、聚类分析法也被普遍应用[17-19]。 

国内对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只有少数关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的研究,且多立足于宏观视角,

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体系指标测度分析及空间分布研究更为缺乏。鉴于此,本文按照我国绿色发展的主要任

务及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转型发展需求,采用熵权 TOPSIS 法、空间计量方法及障碍度模型对 2013—2017 年淮河生态经济带 25

个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研究,希冀为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区域界定 

本文研究区域为《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范围,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彼此之间的可对比性,划定研究区域包括以下

25个市:淮安、盐城、扬州、泰州、滁州、徐州、连云港、宿迁、宿州、淮北、商丘、枣庄、济宁、临沂、菏泽、蚌埠、信阳、

淮南、阜阳、六安、亳州、驻马店、周口、漯河、平顶山。 

2.2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时效性,本文选择 2013—2017 年淮河生态经济带 25 个地市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文中数据来源于

2013—2017年各省及各地市的统计年鉴、环境公报、生态网站数据直接或间接计算获取,其中个别缺失数据通过趋势法、平滑指

数进行处理。 

2.3绿色发展指数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明确绿色发展内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认为,绿色发展是综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科技等方面交互耦合的协同发展

过程。在经济方面,需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生产能耗;在社会方面,需提高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水平,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在资源环境方面,需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有效利用资源、改善环境质量;在科技创新方面,需加大 R&D研发资金的投入,实现由粗放

式资源消耗型的发展到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根据可比性、代表性、客观性和可获取性等原则,本文选取经济增长质量、资

源环境承载力、社会事业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作为系统层,指标层具体选取了 38 个指标,其中正向指标 29 个,负向指标 9 个,正

向指标对绿色发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负向指标对绿色化水平具有负向减小作用(见表 1)。 

2.4研究方法 

采用熵权 TOPSIS法、全局 Moran’sI、Moran散点图及障碍度模型等多种方法,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时

序、空间及障碍因子上的全面分析。 

2.4.1熵权 TOPSIS法 

传统 TOPSIS 模型是利用决策矩阵中含有的信息对若干项指标进行优劣评价的方法,但该方法在对各指标确定权重时过于粗

略,以致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产生偏差,使得结果的准确性降低。熵权 TOPSIS 首先通过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再根据逼近理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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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比较各指标与正、负理想解的接近程度进行方案的优劣排序。该方法有效消除了主观因素对权重的影响,改进了传统

TOPSISI模型的缺陷,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评价对象水平。熵权 TOPSIS模型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标准化处理:为了得到准确的评价结果,需要对数据做标准化处理,从而消除量纲的影响。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各指标的值

转化为[0,1]之间的数据。 

正向指标: 

表 1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评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绿色发展水平 

经济增长质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 

资源环境承载力 

污水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节能环保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吨/万元) -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kg/公顷) -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t/万人) - 

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总量/(t/万人) -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t/人) - 

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比重/%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 

人均生活用水量/(t/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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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森林覆盖率/% + 

社会事业发展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 + 

每万人拥有床位数/张 + 

每万人拥有的专任教师数 +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 +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人) +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km/km2) + 

燃气普及率/% + 

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 

科技创新能力指标 

R＆D经费投入强度/% + 

R＆D人员数量/人 + 

每万人中 R＆D人员数/人 + 

专利申请累计 + 

专利授权累计 + 

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 

 

 

负向指标: 

 

式(1)、(2)中:xij表示地区 i 指标 j 的值,xmax表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xmin表示第 j 个指标的最小值, 表示地区 i 指标 j

的标准值。 

(2)归一化处理:计算地区 i第 j项指标的比重,如式(3)所示。 



 

 5 

 

式(3)中: 表示地区 i指标 j的标准值,m为评价对象个数,即 26。 

(3)计算指标信息熵: 

 

式(4)中:K为常数, 。如果 ,则定义 。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5)计算指标权重: 

 

(6)计算贴近度及排序: 

 

利用公式(7)、(8)、(9)计算各单位指标值与正理想解 和负理想解 之间的距离 以及与正理想解的相对接近程

度,即贴近度。 

2.4.2空间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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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相关性是检验要素属性值在相邻空间点上是否存在相关性的方法。本文根据 Moran’sI 指数及 Moran 散点图进行全局

和区域的研究,分析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状态。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式(10)为 Moran’sI指数。其中,wij为空间权重,Yi、Yj为地区 i、j的绿色发展水平。Moran’sI的取值区间为[-1,1],[-1,0)、

0、(0,1],分别表示研究区域在空间上负相关、不相关、正相关。根据统计量 Z值对 Moran’sI进行检验,公式为: 

 

(2)局部空间自相关。 

 

式(12)中:Ii为区域 i 的局部 Moran’sI 指数,局部 Moran’sI 指数的正或负代表同类或不同类观测值的地区相邻近,可根据

Moran’sI散点图研究局部的空间相关性,共有四种不同类型的集聚模式,分别是高高集聚(HH)、低高集聚(LH)、高低集聚(HL)、

低低集聚(LL),其中一、三象限(HH、LL)显示高(低)观测值被高(低)观测值所包围,表示观测值的正空间相关性;二、四象限(LH、

HL)显示低(高)观测值被高(低)观测值所包围,表示观测值的负空间相关性。 

2.4.3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在定量评价模型基础上,可以全面挖掘影响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障碍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因子贡献率:是指因子对总目标的贡献率,本文用熵值法求得的权重 wi表示。 

是指单个指标与目标状况的差距。 

指标偏离度: 

 

障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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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ij为第 i个区域第 j项指标的障碍度,Bi是二级指标障碍度。 

3 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时序变化 

3.1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从淮河生态经济带 2013—2017年绿色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看,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个别城市如淮南、蚌埠呈下

降趋势。此外,可直观看出,各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其中扬州、徐州、盐城始终遥

遥领先于西部城市,出现较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见图 1)。 

 

图 1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时序变化图 

3.2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系统层评价 

通过熵权 TOPSIS 模型计算出经济增长质量、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事业发展、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贴近度,并运用标准差分

级法将各个贴近度进行等级分类,分为高水平区、较高水平区、较低水平区、低水平区(表 2)。 

表 2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等级划分 

分级标准 经济增长质量 资源环境承载力 社会事业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 

低水平区 (0,0.2037] (0,0.3916] (0,0.2893] (0,0.0869] 

较低水平区 (0.2037,0.4019] (0.3916,0.5131] (0.2893,0.4041] (0.0869,0.2566] 

较高水平区 (0.4019,0.5354] (0.5131,0.5764] (0.4041,0.4860] (0.2566,0.4813] 

高水平区 (0.5354,0.8828] (0.5764,0.6821] (0.4860,0.5916] (0.4813,0.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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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经济增长质量看,高水平区和较高水平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扬州、泰州、徐州、淮安、盐城的贴近度分别为 0.8828、

0.8361、0.6960、0.6216、0.6113,远高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处在最理想状态。作为淮河生态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东部各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商丘、驻马店、阜阳、周口的贴近度分别为 0.2037、0.2029、0.1988、

0.1742,经济增长质量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见图 2)。这 4个市贫困人口发生率较高,脱贫任务重,应不断加强财政转移支付、

强化对口帮扶力度,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2)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看,六安、扬州、泰州、宿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高水平区,宿州、连云港、盐城、徐州、信阳、蚌

埠、临沂、淮安、济宁处于较高水平区(见图 3)。其中,六安的经济增长指数处于低水平区,但资源环境指数处于高水平区,一方

面说明六安资源禀赋高,另一方面说明在现有发展条件下,六安更关注资源环境保护。平顶山、漯河、淮南、商丘、驻马店、周

口长期依赖煤炭、石油等高耗能行业的粗放式发展,生态环境恶劣,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低水平区。 

(3)从社会事业发展看,扬州、徐州、连云港、泰州处于高水平区,该区域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注重提高人民福祉。周口、驻

马店、宿州、商丘、漯河、信阳处于低水平区,应加大力度改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加强城市建设,着力补齐短板(见图

4)。 

(4)从科技创新指数看,扬州、盐城、徐州、泰州处于高水平区。近年来,该区域以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和科技强市为目标,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划,集聚创新资源,转化创新成果,科技人才队伍壮大,科技投入和产出水平高。驻马店、亳州、周口、信

阳、商丘、宿州、漯河处于低水平区,该区域研发投入低,创新成果少,人才吸引力不足(见图 5)。 

4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关系,拟运用Moran’sI指数及其散点图来分析绿色发展指数

在空间地理上的集群程度。 

 

图 2经济增长质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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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布图 

 

图 4社会事业发展分布图 

 

图 5科技创新能力分布图 

4.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研究的淮河生态经济带 25个地级市地理边界不规则、地区规模参差不齐、接邻区域复杂,使用 Stata15.0软件,拟引入

Queen二阶近邻空间权重矩阵对淮河生态经济带 2013—2017年 25 市的 Moran’sI 指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对 2013—2017 年绿色

发展指数做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得到表 3。 

表 3 2013—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的全局 Moran’sI指数及 Z值测度结果 

指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Moran’sI 0.314 0.363 0.363 0.354 0.313 

Z统计量 3.651 4.164 4.159 4.087 3.661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5 年间 Moran’sI 值分布在 0.313～0.363,且均大于 0,Z 值分布在 3.651～4.164,且均通过 5%显著性水平下的 Z 检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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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的特点。此外从时间序列可看出 ,2013—2015 年 Moran’sI 逐渐升

高,2015—2017 年 Moran’sI 逐渐降低,从 2013 年的 0.314 下降到 2017 年的 0.313,呈现出先高后低的下降趋势,暗示有轻微空

间离散的风险,但整体上显示出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绿色发展具有波动状态的集聚特征。 

4.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 2013—2017 年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的 Moran’sI 散点图,可汇总出 5 年的各地市在 Moran’sI 散点图中象限

的分布状况(表 4)。根据实证结果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局部关联模式做深入的分析。 

高高集聚区(HH)。蚌埠、滁州、淮安、连云港、临沂、泰州、宿迁、徐州、盐城、扬州、枣庄 11个城市在 5年内均处于高

高集聚区(HH),滁州在 2014—2017年处于 HH象限,淮北在 2013年、2014年两年处于该区域。高高集聚区(HH)主要分布在中东部

地区,该地区交通设施、自然环境禀赋等基础较强,处于良好的发展势头,周边绿色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市受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

地市扩散效应的影响,绿色发展水平逐渐提升,该片区域的差距逐渐缩小。 

低高聚集区(LH)。菏泽、宿州、商丘 3 个城市 5 年内均处于该区域,滁州 2013 年处于该区域,淮北 2015—2017 年处于该区

域。菏泽、宿州与 HH集聚区的徐州相邻,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潜力较大,其绿色发展不但要化解周边区域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可

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要积极利用徐州绿色发展的扩散效应,才有望从低高聚集区(LH)跃迁至高高集聚区(HH)。商丘由于

重污染产业较多,绿色高端发展相对滞后,处于过渡区域。滁州与高高集聚区(HH)的扬州、淮安、宿迁、蚌埠相邻,具有良好的地

理优势,又加之滁州生态环境较好,产业绿色高端发展较快,受高高集聚区(HH)绿色发展的辐射和扩散效应,在 2014年实现了从低

高聚集区(LH)向高高集聚区(HH)的跃迁,且此后 4年均处于高高集聚区(HH)。 

表 4淮河生态经济带 2013—2017年绿色发展水平的 Moran’sI散点图动态变化表 

年份 第一象限(HH象限) 
第二象限(LH象

限) 
第三象限(LL象限) 

第四象限

(HL象限) 

2013 
蚌埠、淮安、淮北、连云港、临沂、泰州、宿迁、

徐州、盐城、扬州、枣庄 

滁州、菏泽、宿

州、商丘 

亳州、阜阳、六安、漯河、平顶山、信

阳、驻马店、周口 
淮南、济宁 

2014 
蚌埠、滁州、淮安、淮北、连云港、临沂、泰州、

宿迁、徐州、盐城、扬州、枣庄 

菏泽、宿州、商

丘 

亳州、阜阳、六安、漯河、平顶山、信

阳、驻马店、周口 
淮南、济宁 

2015 
蚌埠、滁州、淮安、连云港、临沂、泰州、宿迁、

徐州、盐城、扬州、枣庄 

淮北、菏泽、宿

州、商丘 

亳州、阜阳、淮南、六安、漯河、平顶

山、信阳、驻马店、周口 
济宁 

2016 
蚌埠、滁州、淮安、连云港、临沂、泰州、宿迁、

徐州、盐城、扬州、枣庄 

淮北、菏泽、宿

州、商丘 

亳州、阜阳、淮南、六安、漯河、平顶

山、信阳、驻马店、周口 
济宁 

2017 
蚌埠、滁州、淮安、连云港、临沂、泰州、宿迁、

徐州、盐城、扬州、枣庄 

淮北、菏泽、宿

州、商丘 

亳州、阜阳、淮南、六安、漯河、平顶

山、信阳、驻马店、周口 
济宁 

 

低低聚集区(LL)。亳州、阜阳、六安、漯河、平顶山、信阳、驻马店、周口 9个城市 5年内均处于该区域,淮南在 2015—2017

年处于该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南部,空间关联表现为低水平区域。亳州、阜阳、六安、漯河等 9个城市多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

产业结构对资源依赖性强,技术水平及绿色高端发展水平较低,导致难以脱离低低聚集区(LL)。淮南重化工行业较多,污染排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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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导致从高低聚集区(HL)跨至低低聚集区(LL),绿色发展水平存在下行风险。 

高低聚集区(HL)。济宁在 5年内均处于该区域,淮南 2013年、2014年处于该区域。济宁生态环境质量较好,但周边区域辐射

带动作用较弱,且其绿色高端发展不显著,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总体来看,淮河生态经济带始终存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异质性,绿色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即从东到西绿色发

展水平逐渐降低,另外发生跃迁的地市仅有 3个,说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在空间上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分布结构。 

5 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的障碍度分析 

探讨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阻碍因素,对诊断不同地区障碍大小、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缩小区域绿色发展差距均具有实

践意义。本文利用障碍度模型,根据 25个市 5年的平均障碍度对障碍度大小进行诊断,试图挖掘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阻碍

因素。 

在对绿色发展障碍度测算的基础上,通过计算二级指标障碍度,深入发掘制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将 25个市的经济增

长质量、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事业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四个大方面的障碍因素量化,归纳得到确切的障碍度表格(表 5)。根据

对 25个市的障碍度分析,影响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素具有普遍性。其中,淮安、徐州、连云港、泰州、盐城、枣庄、济

宁、临沂、菏泽、信阳、平顶山、商丘、漯河、淮南的障碍因素主要为科技创新能力、社会事业发展;扬州主要以社会事业发展、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阻力作用为主;宿迁、周口、驻马店、蚌埠、滁州、淮北、宿州、亳州、六安、阜阳重点反映在科技创新能力、

经济增长质量方面。 

表 5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二级指标障碍度分析 

地区 经济增长质量 资源环境承载力 社会事业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 

淮安 17.2148 19.2049 25.6861 37.8943 

泰州 10.6390 23.9518 36.8950 28.5142 

扬州 8.4363 31.8714 46.1809 13.5114 

连云港 20.2467 17.6283 23.1376 38.9874 

徐州 17.8623 22.8240 28.5821 30.7316 

宿迁 23.0116 14.3038 22.7504 39.9343 

盐城 22.1599 22.4680 31.9172 23.4549 

枣庄 17.4481 17.1713 21.0711 44.3095 

济宁 21.9754 16.4639 26.1032 35.4575 

临沂 18.1945 15.7107 25.3673 40.7275 

菏泽 23.5552 14.4102 20.7980 41.2366 

信阳 22.9178 10.7672 23.0724 43.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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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 20.0548 18.5062 23.0866 38.3525 

商丘 22.9548 15.0866 22.7083 39.2503 

漯河 20.4183 15.1393 23.7970 40.6454 

周口 23.4612 16.7185 20.4041 39.4162 

驻马店 23.1026 15.6554 21.2762 39.9657 

蚌埠 25.4258 16.4727 24.0800 34.0215 

滁州 26.8723 14.4200 22.1779 36.5297 

淮北 20.4349 13.6199 24.0295 41.9157 

宿州 23.8193 9.9215 23.6412 42.6179 

亳州 23.8007 11.2148 21.2558 43.7286 

六安 25.8097 7.0136 24.3878 42.7889 

阜阳 25.7692 12.2219 21.8862 40.1227 

淮南 20.4434 19.3140 24.0047 36.2379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结论 

(1)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资源环境承载力、社会事业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四个方面构建了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

价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对 2013—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 25个市的绿色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

升趋势,个别城市如淮南、蚌埠呈下降趋势,区域间绿色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总体表现出东部较强、西北部较弱的空间格局,出现

较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 

(2)全局空间相关性 Moran’sI 指数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并呈现出稍有下降的空间

集聚特点。局部空间自相关是 Moran’sI指数及其散点图进一步说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局部空间集聚现象,存在

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在制定绿色发展政策以及实践过程中应适当考虑周边地区政策与实践。 

(3)为深入挖掘影响各地区绿色发展的阻碍因素,本文采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 25个市的障碍度进行计算,

并归纳各市二级指标障碍度。结果显示:在作用明显的障碍指标中,存在普遍性的障碍因子,科技创新能力、社会事业发展、经济

增长质量已成为制约环渤海海洋生态环境承载力发展水平的普遍问题,应在今后的发展规划中予以重视。 

6.2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以上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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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淮河生态经济带各区域要有方向、有重点地推进绿色发展。具体而言,东部地区要以提高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为重点,提升

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科教文卫事业服务体系;北部地区要增加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加快向绿色高端化产业转型;西部地区要全面提

高绿色发展水平,降低污染排放,加快经济转型,要快速突破现有的绿色发展瓶颈,着力提升绿色发展质量。针对绿色发展较为落

后的 7 个市,周口、驻马店应加快科技创新,提升第三产业在 GDP 的占比,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漯河、信阳要完善科教文卫事业服

务体系,提高社会事业发展水平;阜阳、宿州、商丘要增加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加快向绿色高端化产业转型。 

(2)发挥淮安、泰州、盐城、扬州、徐州等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引导、辐射和带动作用,着力打造淮安、泰州、盐城、

扬州、徐州等绿色发展极,不断完善淮河生态经济带航道网络、运输网络、产业网络、生态网络和文化网络,优化城市产业分工,

整合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通过基础设施相连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

态环境联防联控和应急机制建设等措施,发展共生城市体系,促进区域协作,推进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防止绿色发展的

分化。 

(3)鼓励经济带各地区按照市场化原则和方式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打破地区行政分割,联手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支持淮安、蚌

埠、信阳、盐城、济宁等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完善产业链、创新链,强化跨地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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